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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霍布斯文化与洛克文化并存的国际体系中,拨开战争迷雾、

缔造和平进程,既要避免反应过度还要防止反应不足,寻求有效路径来应对

外部环境的战略不确定性挑战,是大国崛起进程中能否实现化敌为友、降低

战略透支风险的重要考验。本文拟解决的核心议题是:揭示战略不确定性

影响安全困境的因果机制。这里将战略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主要聚焦于

战略对手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征,将威胁预期作为中间变量,安全困境则

是因变量。衡量互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三个指标是:权力中心的数量及

其地理分布、权力转移、大国战略行动。威胁预期主要是由互动双方战略目

标的相容程度、威胁紧迫性和威胁反馈模式构成。威胁预期主要分为进攻

性现实主义取向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通过因果漏斗、回音壁效应和镜像

反应三个传导机制可能会产生夸大威胁的效果。实证检验选取近代英国延

缓霸权衰落的大战略进程作为过程追踪的案例,分析其在1853—1922年分

别与法国、俄国、德国、美国等其他竞争对手的战略互动中,如何应对战略不

确定性,彼此如何塑造了威胁预期,进而形成不同效果的安全困境。只要国

际体系尚未被康德文化主导,管控安全困境烈度的现实选择就是构建战略

稳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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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在充斥宿命论的历史长河中,战略不确定性就像划过夜空的闪电难以

捉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呈现“进攻崇拜”的潮流和对战争的美学升

华,认为如果低估武器碰撞的诗意和浪漫,是精神上懦弱和想象力贫乏的表

现,战争是消除一切不确定性的出路,但“防御占优”和消耗战模式主导了战

争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的“防御崇拜”却被纳粹的闪电战摧垮。

苏联认为纳粹德国在完全战胜英国之前不会进攻苏联,但德国却推出甘冒

两线作战风险的“巴巴罗萨计划”。里根时期,美国预期与苏联冷战还将持

续数十年,但冷战却突然终结。

国家应对潜在威胁时过于谨小慎微,就可能无法及时干预以平衡威胁;

对威胁反应过度,又可能招致没必要的冲突;对一个地缘方向的威胁投入过

大,会影响到在其他方向的投射力量,例如小布什政府介入中东反恐战争,

影响了美国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进程。随着核恐怖平衡、经济全球化与相

互依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21世纪的国际安全秩序呈现更多的不确定性。①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是否应该延续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能否在战略

理性与民族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关乎中国崛起成败。

不确定性的提升类似物理学的熵增,后者通常意味着秩序的混乱。封

闭系统从有序向无序的自发过程中,随着熵的增加,体系约束减弱,无序特

征开始增加。任何系统都存在固有的不确定性,导致系统出现不稳定的正

① 例如,网络武器给网络空间带来不确定风险,难以判定技术博弈的攻防平衡与

战略行为的合法性。参见:Christian
 

Leuprecht,
 

“The
 

Damoclean
 

Sword
 

of
 

Offensive
 

Cyber:
 

Policy
 

Uncertainty
 

and
 

Collective
 

Insecurity,”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40,
 

No.3,
 

2019,
 

pp.38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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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机制经过一定演化后也可能变为有助于系统稳定的负反馈机制。完全

的无政府状态与绝对的等级制只是理论建构的理想场景,国际体系无政府

状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应被理解为一种相对性,应遵循折中主义的研究

路径。

战略的关键特征在于如何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

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①“战争中摩擦是无所不在的,甲方的摩擦对乙

方构成可供利用的机会,反之亦然,摩擦增加了偶发性事件的生成。”②没有

什么公式可以为政治家带来一种确定性以消除一切风险。③ 大国面临战略

不确定性,既要担心反应过度,又要担心反应不足,适度措施在理论上可行,

实践上不容易做到。国家如果等待战略不确定性降低后才开始行动,就可

能失去了将不确定性转变为收益的可能性。

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范式都强调不确定性因素的分析。④ 大战略的挑

战在于目标与手段匹配的实际操作难度、国内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平衡、利益

与威胁界定的有限理性,从战略计划到战略行动如何保持连贯性与应对不

确定性的动态变化性。⑤ 各层次战略的逻辑性从领导人层次到之后的贯彻

①

②

③

④

⑤

骈宇骞等译注:《武经七书》,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9页。
钮先钟:《孙子三论:从古兵法到新战略》,上海文汇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页。
汉斯·摩根索著、杨吉平译:《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

版,第168—169页。
现实主义把“不确定性”定义为无政府状态和掠夺的可能性所带来的恐惧;理性

主义将其定义为不完全信息和强制实施的讨价还价博弈中的未知;认知主义将其定义为

复杂国际环境下决策的迷惑;建构主义将其定义为社会建构世界的非决定性。战略现实

主义将对外政策中的武力使用原则概括为才智、勇气和冒险,以及胁迫的逻辑与艺术。
能力、意图、利益和决心以及外部环境等战略要素都存在不确定性,系统效应无处不在。
参见 B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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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1,No.3,
 

2017,pp.533-557;Robert
 

Jackson
 

and
 

Georg
 

Sørensen,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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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76-
78;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载《国际

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3—41页。

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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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2014,
 

p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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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是越来越弱的,实际影响力却越来越强,这让从战略思想到战略计划、

再到战略行动的传导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

有学者认为国际机制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但其用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

意图不确定的功能并没有让无政府状态的安全困境得以彻底缓解。① 以联

盟—安全困境为例,国家是否选择结盟,以及国家是选择双边同盟(安全收

益较低但制度化风险较低)还是多边联盟(安全收益较高但制度化风险较

高),本身就面临不确定性考验。从危机稳定的角度来看,先发制人与后发

制人的核战略,是双方更确定彼此意图还是保持适度非理性化特征更有助

于实现威慑成功? 无论是常规威慑还是核威慑,其效率取决于战略力量和

战略决心两个要素,那么国家是否应以看似非理性的恐吓来达成理性目标?

军备竞赛到底是不信任和紧张的动因还是结果? 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尚存

争议。

本文假设国家面对不确定性都会秉持战略理性,即大国不会在同一时

期对权力投送能力可达空间的所有大国同时主动宣战,且自愿陷入高强度

的军备竞赛、联盟对抗和战略实力竞争之中。不确定性并不排斥战略理性,

后者是一种决策进程与行动逻辑的理性,而不是关乎客观战略效果的理性

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国家是基本理性的,而不理性的行为会受到

体系的惩罚。② 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知道它是领先还是落后于它的对手或是

与它的对手持平,那么即使是满足现状的国家也可能选择超额保险。战略

理论注重逻辑自洽与假设证明,战略实践强调简单直接的可行操作。米尔

斯海默认为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对民主输出的执着追求导致战略大失

败,而美国决策者更注重如何贯彻实施自由主义大战略。

目标合理的行动与非理性行动之间的界限是不确定的,看似理性的决

策可能导致风险化取向,增加不确定性。这可能源于对方的理性研判标准

与己方存在区别。不确定性区别于错误知觉:不确定性反映的是国家实际

①

②

Jon
 

Elster,
 

Explaining
 

Social
 

Behavior:More
 

Nuts
 

and
 

Bolt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46-47.
宋伟:《位置现实主义:一种外交政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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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信息,错误知觉则是由国家对可获得信息的错误评估造成的。① 作为

理性决策者,斯大林和罗斯福难以理解德国和日本的突袭,尽管他们都提前

收到预警,但拒绝相信事情真的会发生,因为美苏卷入战争会大大降低法西

斯国家获胜的可能性。

前景理论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力要高于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力。② 风险概

念的引入,可以补充前景理论的不足,风险意味着损失前景,不确定性则有

可能出现收益前景。本文探究的是相对的战略不确定性(即存在一定的确

定性信息),它属于完全不确定性与决定论确定性之间的灰色地带。按照贝

叶斯决策的风险逻辑,决策者可以利用期望值作为决策准则。③ 将战略不确

定性的提升误判为风险提升是理论与实践的常见错误。

从测量方法来看,风险是一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往往与概率有关(如

战争爆发、军备竞赛升级等)。从应对措施来看,风险可以管控(如1962年古

巴导弹危机的战争风险化解),而不确定性在本质上是无法消除的(如无政

府状态带来的恐惧感)。从战略效果来看,风险主要关系到对本国战略目标

产生不利影响的不确定性,一般是导向负面的不利结果(如崛起进程中断、

陷入经济危机等);不确定性可以演变为风险,也可能转化为收益。④

本文将战略不确定性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之间基于实力、决心等要素,

彼此建构的具有不确定性特征的战略互动环境,尽管战略不确定性还可包

①

②

③

④

查尔斯·格拉泽著、刘丰等译:《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竞争与合作的逻辑》,上
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页。

前景理论认为,人们都有损失厌恶的倾向,宁愿通过维持现状避免可能的损失,
而不想通过改变和冒险来获得未来的收益。只有当冒险能获得数倍甚至更多收益时,人
们才愿意 冒 险 改 变,但 对 是 否 冒 险 以 及 冒 险 的 效 果 判 断 有 诸 多 不 确 定 性。参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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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主观不确定、战略执行过程的不确定以及博弈过程的不确定,但后三者可

被看作由客观的战略不确定性对安全困境的非线性因果机制的呈现。① 对

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研判,有助于确认外部威胁和机遇,找出自身实现战略

目标的优势和劣势,使目标与能力匹配。战略对手之间的身份主要基于关

系身份,由于本文主要讨论战略对手之间的安全困境,因此本文对战略不确

定性的考察较少涉及友好关系,通常较好的情况是非敌非友,大国对首要战

略对手的确立难以实现化敌为友。

战略不确定性作为自变量可以形成若干因果链条,即使是全面修正主

义国家也会考量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但它与挑战对象之间未必存在安全

困境,而可能是螺旋冲突模式。比如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拿破仑

法国与英国的欧洲争霸、希特勒德国与采取绥靖政策的英法等国,虽然仍存在

彼此的安全焦虑,但安全困境并不能起主要作用。学者对安全困境的类型化

分析有很多,包括联盟—安全困境、贸易—安全困境②、实力—安全困境、防

御困境等。安全困境的阐释主要有两类条件假设,即结构性条件(无政府状

态)和进程性条件(战略互动、信息传递、重复博弈、战略文化与心理等),结构

性条件将安全困境塑造为客观现象,进程性条件影响了安全困境的烈度。③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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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全困境的生成机制与运行机理,已有文献从体系结构、战略互

动、战略动机等角度进行了剖析。① 关于安全困境的存在条件,很多学者都

强调侵略意图与安全困境是不相容的,后者需要意图的不确定性,认为贪婪

国家是国际冲突的关键来源,安全困境并非真正存在,进攻—防御理论是有

缺陷的②;还有观点指出,安全困境只存在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当进

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时,安全困境能够解释的国际冲突是稀缺的③。

安全困境并没有排除国家间合作,当合作带来收益而不合作成本高昂时,或

者当防御优于进攻且进攻与防御可区分时,安全困境的负面影响都会被限

制。④ 也有观点批评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维持现状的战略偏好,认为存在为

了寻求扩张性收益而选择追随强者的“豺狗”型国家,以及不满体系现状的

强大的“狼”型国家,因此现状偏好的安全困境分析是不合理的。⑤ 还有观点

指出,只有出现螺旋模型才能视为安全困境存在的重要信号,在与霸权国的

互动中,崛起国的策略选择是否符合螺旋模型的预期,取决于双方的战略互

动是否真的受安全困境机制的驱动。⑥

从历史角度看,战略不确定性对安全困境的影响机制复杂,不确定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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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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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高或较低都可能导致冲突/合作。希波战争后,波斯帝国从军事征服战

略转变为隔岸平衡战略,这让它变得更具不确定性,间接放大了希腊世界权

力转移的负面效果。拿破仑一世法国在欧洲扩张,但由于前五次反法同盟

的失败,英国在欧洲的一些盟国对与法国作战的悲观前景确定不疑,而这种

确定性本可有利于法国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以更体面的方式结束

战争。

近代英国在欧陆没有固定的同盟或敌人,而是根据权力分布与大国战

略关系的变化,保持相对的战略不确定性。俾斯麦德国在完成统一后,给其

他列强释放的确定性战略信号就是德国不会在欧陆有进一步领土野心,也

不会挑战英国的海上主导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希特勒让英法苏

三国都对德国的不确定性战略抱有某种幻想而没有结盟。冷战初期,以长

电报和NSC68号文件为战略信号,美国对苏联威胁的确定性认知逐渐提升,

对苏联从政治遏制转为军事遏制,从要点防御转为周线防御。在冷战中期,

美苏构建了战略稳定机制,但学界仍在争论这究竟是受惠于美苏对彼此实

力和决心的确定性认知,还是不确定性认知。既然历史上的案例中关于不

确定性与确定性何者有助于合作存在矛盾,那么就意味着在不确定性与安

全困境之间的因果机制仍存在其他变量发挥作用。

二、
 

安全困境的形成机制与解释变量

本文认为,外部战略环境尤其是侧翼大国的离岸平衡战略在制衡的逻

辑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其他大国的制衡或战略反制也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机制,并不完全受到体系变量的约束。本文聚焦的问题是:战略不确定性如

何塑造大国博弈中的安全困境,矩阵分析如表1所示。战略不确定性程度较

高的指标界定为非敌非友/竞合关系,两国之间互为竞争对手但不排除合作

因素,类似建构主义中的洛克文化。战略不确定性程度较低主要分为两种

情况,即盟友关系/朋友关系、敌对关系/战略竞争主导的关系,前者可视为

康德文化,后者可看作霍布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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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关于安全困境生成机制的矩阵分析

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的

威胁预期

进攻性现实主义取向的

威胁预期

战略不确定性程度较高 烈度较低的安全困境 烈度适中的安全困境

战略不确定性程度较低 烈度较高的安全困境 烈度最高的安全困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现有的状态和未来的状态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因果的逻辑结构,情景分

析主要运用在中长期远景与中高度不确定性中。① 历史类比的直觉经验分

析有时要比统计分析更能解释战略行为。② 过程追踪是通过展现因素的相

互作用和机制的运行,验证理论和假说③,主要分为理论检验型过程追踪、理

论建构型过程追踪和解释结果型过程追踪④。考虑到战略不确定性与安全

困境之间存在经验相关性,本文选择理论建构型过程追踪作为研究方法。

反事实推理作为过程追踪法的重要工具,帮助研判安全困境是否必然出现,

以及影响其发生或未发生的因果机制和系统影响,着重对动机和目标进行

分析。⑤
 

(一)
 

自变量分析:
 

战略对手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
 

国家通常希望将对外部战略环境的模糊认识转化为清晰认识,但在确

①

②

③

④

⑤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中,美国推行的威慑战略是对绥靖主义未能阻止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的一种回应。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绥靖政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20世

纪初威慑政策推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种回应。牛长振:《国际关系中的情景分

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3期,第6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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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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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过程中所采取的战略行动可能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此时的战略冒进很

可能透支有限的战略资源,战略保守则可能导致核心利益受损。当相关信

息最为匮乏时,能够自主决策战略选项范围较大,而随着信息清晰度逐渐提

高,战略选项趋于狭窄,战略试错的回旋空间也较小。战略竞争的维持是双

方通过发出威胁迫使对方做出较大让步和试探对方底线,当竞争中出现不

确定性时,对手会尝试发出战略信号,表明他们仍致力于采取旨在改变与对

手现存关系的军事行动以获得所期望的收益。对手很难识别使用威胁或使

用武力的目的到底是维护现状还是煽动紧张关系。当一国怀疑对手可能不

愿承担竞争成本时,就有动力发出威慑信号,向对方展示自己承担竞争成本

的能力和决心,迫使对方让步。即使一国充分认识战略不确定性的环境因

素,也可能由于对手的非理性反馈,或对方与本国的理性逻辑存在偏差,从

而产生预期之外的效果。同样的道理,即使本国出现了战略决策或行动失

误,战略效果也要取决于与对手相比谁的失误更少。

战略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可能起到缓和冲突的积极作用;在权力转移

与地缘政治竞争烈度加深的情况下,战略对手之间的不确定性开始减弱,对

彼此出现根本性战略调整的希望完全破灭,反而意味着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增加。战略互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国家战略犹豫。当互动环境是敌

对关系或友好关系时,国家对目标设定和手段选取标准是相对确定的。当

互动环境处于竞合状态时,国家在目标与手段的权衡问题上往往犹豫不决。

整体来看,对手之间互动环境的战略不确定性会对生成安全困境产生重要

影响:第一,战略博弈可能由于第三方因素或重大国际危机而呈现偶然性升

级,冲突可能呈现系统性扩散。第二,可能出现过度反应甚至极端反应,进

而导致更高层次的报复升级。第三,威慑、威逼或强制性外交等战略行动可

能无法充分生效,会出现低估对手实力或决心的情况。第四,大国之间开展

的是良性竞争还是恶性竞争,并不存在清晰的红线帮助甄别,其他国家对大

国战略行为合法性的认可程度可能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缺乏一致

性。战略不确定性较低意味着双方的敌意螺旋上升,反之则是敌意螺旋下

降。本文提出,当下述三个指标中有两个以上都更具有不确定特征时,可

视为对手所处的战略互动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特征;反之则是不确定

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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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权力中心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

极的数量与战略误判的可能性成反比。在缺乏挑战者的单极体系中,

单极强国通常只能塑造假想敌,评估未来可预期范围内的战略对手出现,也

可能陷入过度扩张或寻求优势扩大化的霸权地位,反而加速战略对手的形

成,或让原本只是有局部冲突的对手与本国进行全面地缘政治对抗。在稳

固的两极体系中,因为缺乏第三方强国对两极构成充分挑战,通常比较容易

塑造战略对手。但在特定条件下,两极之间也可能为了应对第三方的修正

主义倾向而选择某种战略联合,但这种联合多半难以实现协调,反而给予第

三方国家实现对冲战略的机遇期。

在多极体系中要比两极体系下更不容易确认首要战略对手,两个战略

竞争对手针对彼此的战略调整,也可能导致第三方国家出现安全焦虑。当

面临多个对手时,国家会因结构压力而选择战略收缩,与其他对手和解以专

注于最突出的竞争对手。国家也可能依据对手拥有多个外部威胁的事实推

断出对手用于维持两国竞争关系的军事资源少于其全部可用的资源。随着

对手树敌增多,一国更有可能向对方发出强制性威胁。如果战略对手之间

形成相对僵化的同盟体系,缺乏灵活性,则多极体系趋向两极联盟化,此时

不确定性较低。

对威胁认知的判定需要地缘政治工具①,世界历史中存在经典的海陆对

抗逻辑:内陆的大陆民族试图抵达并跨越海洋,航海的大洋民族努力加强对

陆地的控制,且主要是大致位于纬度30~60度之间的温带地区②。地缘政

治首先应是关于如何实现战略守成的学问,当扩张到一个临界点,就会削弱

国家实力增量空间,让实力存量空间也受到威胁。地缘政治学不是地理决

定论,英国作为地理上的岛国,数百年时间里在大陆派与大洋派之间挣扎,

①

②

熊琛然等:《威胁:地缘政治理论构建的前提与原始动力》,载《世界地理研究》,

2017年第2期,第51—61页。
詹姆斯·菲尔格里夫著、欧阳瑾译:《地理与世界霸权》,台海出版社2019年版,

第13、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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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映在海洋心智的辉格党与大陆型的保守托利党的党争之中。① 在其他

条件不变时,权力中心之间的地理距离与相对地理位置会影响不确定性带

来的敌对程度。两个大国的地理距离越邻近越容易增加摩擦和确定性的敌

意,邻近的陆上大国就比海上邻国更容易因边疆领土争议陷入安全困境。

侧翼体系位置就比中心体系位置可以保持更多的不确定性优势,前者相比

后者更不容易陷入两线作战。

体系中心国家容易汇集地缘政治影响力,正是因为它可能面对来自两

个以上方向的战略包围风险。这种战略对手的多元性如果加上合理的防御

性战略示善,也能让其他大国降低戒备。通常而言,海洋国家比大陆国家有

更多的安全盈余。尤其是由于受到水体的阻遏力量,一个离岸国家更能接

受地区陆上力量的崛起而非海上投送能力的提升,陆上邻国之间的军备竞

赛往往不确定性程度较低。当本国与战略对手的地缘政治冲突性质是海洋

争端时,不确定性程度相对较高;如果与对手的冲突性质是陆地争端,不确

定性程度相对较低。海洋空间具有全球通达性,针对另一国的海上战略力

量部署也同样会威胁到第三方;但在陆地军备竞赛中,一国的陆上边防部署

和兵力调配受交通通达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指向性。

2.
 

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能够巩固战略竞争生成的结构性条件,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必

然陷入冲突。领导人是选择接受风险还是规避风险,也会影响权力转移的

效果。权力差距与战争的类型相关,但与是缔造和平还是发动战争无关。②

当权力转移速率较快时,就容易增大敌意合理化的可能性,双方的战略不确

定性程度相对较低,面临“修昔底德陷阱”风险。当权力转移速率较慢时,

可能会推迟制衡,不确定性特征凸显。在安全领域,军事力量只是手段,而

能否缓和安全困境才是目标,如果一方的军事劣势带来了两国安全困境的

①

②

前者支持英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后者则主张英国应重点进行海事活动和商业

扩张。多尔帕伦著、方旭等译:《地缘政治学的世界:行动中的地缘政治学》,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7页;布伦丹·西姆斯著,李云天、窦雪雅译:《千年英欧史:英国

与欧洲,1000年的冲突与合作》,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版,第23页。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

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320—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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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好转,那么可以认为战略手段相对收益的不均衡带来了安全目标方面

的绝对收益均衡。国家重视维护安全的手段是否出现相对收益的不均衡,

主要是担心手段上的相对损失可能带来维护安全目标能力的绝对收益

劣势。

军事权力与潜在权力的差距缩小,要比纯粹的经济权力差距缩小更容

易诱发敌意的螺旋升级。一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力投入配比如果以费边战略

的方式来升级,不太会激起体系制衡压力,反之闪电战则有可能导致敌对意

图的上升。一个相对实力变弱的国家在冲突中将面临更高的成本,无法以

与权力转移发生前相同的成本获得所期望的权力分配,因此更倾向于用升

级竞争烈度的方式改变权力转移趋势。相对获益的国家有动力向衰退国家

传递讯息,以期引导处于劣势的国家重新评估其维持竞争的意愿。权力转

移的领域越偏重于军事安全领域,尤其是导致攻防平衡态势改变时,则越容

易形成敌对关系。当防御有利且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可以区分时,有

助于形成积极确定性的战略环境;防御有利但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不

可区分,或进攻有利但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可区分,会为国家提供一个

更加不确定性的战略环境;进攻有利且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不可区分,

容易导向一个更具消极确定性的战略环境。①

3.
 

大国战略行动

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归根到底是要以行动为依托的,将动机与决心作为

行动背后的观念驱动力。例如,建立与海上霸主实力对称的大型水面舰队,

被认为是大陆强国对海上霸主发起挑战的重要信号。战略行动是塑造博弈

环境的关键环节,包括结盟、竞争等国际冲突模式等,可能影响对军事力量

① 某种特定的技术革新是有助于海洋大国还是陆地大国,这对安全困境的生成有

重要影响。如果是后者,那么往往导致政治合并和帝国主义的领土政策,例如斯巴达、古
罗马和俄国。如果是前者,那么会导致海外殖民主义者的经济扩张以及确立势力范围,
如雅典、英国和美国。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

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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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① 大国的冲突升级总是以威慑/威逼作为主要形式,而在这两种策

略失败后,大国才会选择更加极端的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等。因此,对手

的战略行动是己方进行威胁评估的重要参照。对手是否有挑战或进攻本国

的行动,能反映出该国的实力与决心。实力不确定性被视为一种状态,一个

国家或其战略环境的特点会影响其实力不确定性的程度。对战略实力的运

用方式也会影响到权力转移的趋势和效果,国家资源汲取与战略动员的地

缘政治禀赋存在差异,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善于把手中的资源快速转换

成实际的影响力。②

国家并不总是对权力转移趋势有正确的判断。③
 

国家未必会在冲突发生

之初就选择饱和式攻击,而是倾向于选择战略试探行动来摸清对手的底线。

当关于对手的决心评估是不确定时,实力评估只能让国家做出有限的战略

反应,此时升级冲突的风险接受偏好较低,国家可能选择推迟制衡。由于决

策者无法事先知道某个战略选项的所有后果,所有政治决断都被风险影

响。④ 例如,安全的二次打击能力可以消除核优势带来的额外政治利益。物

质上的核差距很重要,而当物质上的核平衡高度对称或者高度不确定时,观

念对国家危机决策的影响将会变得重要;反之则不那么重要。然而,即便在

核平衡高度不对称的情况下,信念仍会影响人们对弱国是否拥有可生存的

二次核打击能力的看法。总之,物质上的核平衡并不是一切。国家通过对

①

②

③

④

Jeffrey
 

M.Kaplow
 

and
 

Erik
 

Gartzke,
 

“The
 

Determinants
 

of
 

Uncertai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65,
 

Iss.2,
 

2021,
 

pp.
306-319.

小约瑟夫·奈等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8年版,第53—54页。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36页。
不同决策者面临风险的态度和战略评估存在区别,如损失框架/收益框架的问

题设置,以及风险意识和个人风格等决策者的个体差异都会影响风险偏好,带来截然不

同的政治后果。Paul
 

A.Kowert
 

and
 

Margaret
 

G.Hermann,
 

“Who
 

Takes
 

Risks?
 

Daring
 

and
 

Caution
 

in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No.5,
 

1997,
 

pp.611-37.



战略不确定性、
 

威胁预期与大国互动进程中的安全困境 75   

核平衡的假设、看法和信念,创造并塑造了核平衡及其意义。①

国家在空间和时间层面对付彼此的战略行动的节奏越快,意味着战略

不确定性程度越低,反之则较高。比如,双方采取的是激进路线还是渐进路

线,是直接路线(强调实力较量来影响对手的观念)还是间接路线(通过影响

国家的决心,进而导致其实力丧失作用)。战略实力的运用有逐步升级和同

时投入两种路径,特定时段内,同时投入带来的压力比逐步升级更强烈。双

方对战略实力的汲取存在内部制衡或外部制衡两种方式,如果只有内部制

衡是更具不确定性的情况,大国战略竞争烈度相对有限;如果以外部制衡为

主,通常会引起更多的联盟—安全困境,导致大国战略关系的整体恶化;如

果是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的高强度并用,则意味着双方的首要战略竞争对

手关系完全具有确定性。决心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实力的影响,当对手的

实力与自身基本一样或更大时,即使对手在上次冲突中做出过让步,国家通

常也不会在新冲突中低估对手的决心。

(二)
 

中间变量分析:
 

威胁预期

古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论述不确定性时都相对忽略了恐惧

变量,进攻性现实主义则将恐惧作为权力最大化逻辑的动因,但恐惧所导致

的不确定性并非必然陷入这两类决定论。② 恐惧感是国家重视威胁界定的

重要根源。其悖论是自身可能因他者而产生深切的恐惧感,却无法理解他

者因己身而产生的恐惧感。维持现状的国家可能把对方的缓和姿态视为软

弱的表现,认为不冒什么风险就能够扩张。③ 大国所采取的有限扩张是以不

威胁本国安全现状为前提条件的,称霸目标也可以是为了缓和恐惧感,历史

上的帝国扩张有时会产生“自我激发”的效果,大国通常会通过进一步扩张

①

②

③

David
 

C.Lo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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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Balanc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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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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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6,
 

No.4,
 

pp.172-215.
Arash

 

Heydarian
 

Pashakhanlou,
 

Realism
 

and
 

Fea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rgenthau,
 

Waltz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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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millan,
 

Cham,
 

2017,
 

pp.1-21.
尹继武:《战略心理与国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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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卫先前吞并的领土。① 拿破仑一世法国和希特勒德国作为全面修正主

义国家,仍可能受到恐惧因素的影响,因为他们会由于风险承担的赌注过大

而扩大恐惧感。预期的恐惧和威胁感知之间有明显关系,当恐惧感上升时,

国家倾向于过度解读来自他国威胁的细微证据。例如,杜鲁门政府夸大苏

联军事威胁和开展周线防御。当威胁没有被感知时,即使面对很明显的客

观证据,也很难动员防御资源,如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前误认为德国在征

服英国之前不会与苏联开战。

威胁预期则决定了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烈度。威胁预期主要分为进攻

性现实主义预期(权力最大化带来绝对安全最大化)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预期

(权力克制带来相对安全最大化)。进攻与防御的预期本身没有对错之分,

进攻未必代表风险承担,防御也并不必然与风险规避相联系。进攻性预期

在某种情况下反而认为升级安全困境是一种风险规避,这是源于它权衡成

本风险收益的对比,认为不升级安全困境的对抗烈度才是风险承担。反之

防御性预期也是如此。但通常来说,进攻性威胁预期比防御性威胁预期更

容易诱发安全困境的急剧升级。本国与战略对手之间的战略反馈虽然存在

滞后效应,但当一方持续夸大另一方威胁时,另一方也通常会做针锋相对的

处理。大国对彼此的威胁预期既可能出现自我实现预言,也可能出现自我

否定的情况。自我实现的预言都是观念的主体间建构的产物,如霍布斯文

化的敌对关系、洛克文化的竞争关系、康德文化的朋友关系等。自我否定的

预言是指彼此知道将对方夸大威胁后的负面效果,在实际行动中对“修昔底

德陷阱”进行风险规避,根据互动过程中的摩擦与合作修改原有的预期和行

动等。

对威胁预期的考察包括三个相互作用的要素:双方战略目标匹配度、威

胁紧迫度和应对威胁的战略态度。当战略目标相容度较低和威胁紧迫度较

高时,应对威胁的战略态度倾向知觉警觉,进而形成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的

威胁预期。当战略目标相容度较高和威胁紧迫度较低时,应对威胁的战略

① 例如,英国为了保护已经在印度占领的部分领土,用武力统治印度西北部,为了

保证印度的战略通道畅通,攻占了埃及和好望角,为保障印度的水源攻占苏丹,为了保住

好望角去吞并罗得西亚以及德兰士瓦。詹姆斯·菲尔格里夫著、欧阳瑾译:《地理与世界

霸权》,台海出版社2019年版,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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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倾向知觉防御,进而形成防御性现实主义逻辑的威胁预期。在其他情

况下,国家可能在不同领域对同一个战略对手采取进攻—防御组合式的威

胁预期,当对手反馈更示善时,可能采取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反之采取防御

为主的策略。

1.
 

双方战略目标的相容程度

国家战略目标的首要考量,是如何有效化解对本国安全目标/霸权目标

构成的潜在威胁。当一国现状与战略目标差距越大时,只要在战略理性评

估后认为在当下或未来有足够的战略实力,即使制衡风险很大,但当认为风

险发生的概率很低而收益极大时,其也可能选择冒险战略。一国战略目标

可能因外部战略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战略调试,例如,一个追求优势战略的国

家在面临制衡压力时,也可能转而采取均势战略,反之亦然。国家不会片面

地追求扩张权力、增进福利或提升威望,它将竭力寻求不同目标之间的最佳

组合,但在实践过程中总是充斥着战略迷雾。任何国家都希望避免过度扩

张,但何为过度,操作过程中很少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国家追求目标所需付

出的成本发生变化,或者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发生变化,往往导致国家

行为随之变化。①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两个推行安全目标的国家相

比,两个推行霸权目标的国家更容易陷入螺旋升级。

战略目标相容程度很低,可能意味着一方或双方试图以较快的战略节

奏实现安全利益或扩张性利益;战略目标相容程度较高的情况是双方都适

度放缓战略节奏,或者初始阶段是一方放缓战略节奏,随着双方战略稳定机

制的确立,另一方将逐渐放缓战略节奏。当存在多个战略对手时,国家需要

权衡哪一个战略对手的目标与本国的冲突性相对较小。当双方战略目标相

容程度较高时,即使存在权力转移或地缘战略竞争,也可能会为了特定战略

目标而选择战略合作,以应对第三方带来的更大威胁。如果两国战略目标

有高度的相容性,那么双方在军事、贸易等领域的高度相互依赖将成为降低

威胁预期的筹码。当战略目标相容度很低时,相互依赖度较高反而会带来

悲观主义的威胁预期,导致现状与愿景的期望差距。当预期需求支持远大

① 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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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实际需求支持时,这种不可接受的差距所带来的落差感就会导致敌意螺

旋上升。① 关于双方战略底线与战略极限,应充分权衡相对收益与绝对收

益,军事因素必须与预期的政治利益相结合,决策者将在和平的政治风险和

开战的军事风险之间权衡利弊。②

如果本国基于维持现状的目标,并确定对手是善意的,相对乐观的威胁

预期就会带来低烈度的安全困境。改变现状的国家则倾向于将高风险情境

当作低风险情境。人的心理有一种适应水平现象,它能够导致心理稳定状

态。③ 获取扩张性收益的国家,很可能从陡然提升的满足感变为初始阶段般

的不满现状。如果本国基于全面修正主义,决心颠覆对方政权或彻底挑战

对方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当确定对手是善意的时,相对乐观的威胁预期可能

带来激烈的安全困境;如果本国基于有限修正主义,当确定对手是善意的时,

相对乐观的威胁预期就可能出现烈度有限的安全困境,即本国的风险承担决

心增加,与对手的对抗烈度有所上升。当本国维持现状时,且对手决心不确定

时,本国通常会持续增加战略示善,其威胁预期主要取决于对手的战略反馈。

当本国基于有限修正主义且对手决心不确定时,本国的威胁预期会倾向于通

过己方的渐进式进攻行动来权衡对手反馈,进而评估威胁。当本国基于全面

修正主义且对手决心不确定时,本国会以最坏假设考虑对手的行为逻辑,但也

会采取战略欺骗式的示善来麻痹对手,降低己方战略行动的安全困境压力。

如果认为双方战略目标的底线和极限差距过大,甚至毫无和解的希望

时,双方就可能试图通过冲突升级的方式来改变原有战略底线/战略极限。

这里有必要区分宣称的战略妥协容忍限度与真正的妥协空间。在不确定对手

战略决心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不会从最高要求直接转为完全公开其最低要

求。④ 一旦某个国家享有作为大国的额外好处,就难以再适应一个拥有较少

①

②

③

④

斯坦因·U.拉尔森主编、任晓等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版,第235—236页。
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定定等译:《国家为何而战?: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动

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1页。
罗伯特·杰维斯著、李少军等译:《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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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的角色,因而在与其他国家的战略互动过程中,会抬升自身的战略底

线。当对手的行为或潜在的伤害行为事关战略底线时,国家就可能选择风

险承担的方式发起对抗。①

2.
 

威胁紧迫度

威胁包括基于安全目标的威胁或基于实现霸权目标的潜在阻碍,威胁

维度主要是指军事安全威胁以及能够转化为军事安全威胁的资源能力。若将

对手视为更具紧迫性威胁时,国家会更加聚焦于对手的实力维度。当关于对

手的威胁认知是潜在威胁/不具有高度紧迫性时,国家会更加聚焦于对手的决

心。威胁本身具备不确定性特征:第一,体系结构很少会为国家呈现清晰无误

的客观威胁信息。第二,国家关于威胁的性质、程度、可能性与发展趋势的信

息来源,存在识别困难。某些信息可能涉及对手的能力或意图,以及减轻威胁

的可能性因素,如来自盟友的支持等。第三,国内行为体可能对威胁的性质和

严重性持有不同的选择偏好,这主要受到战略动机的影响,如追求荣誉地位与

维系安全生存的诉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决策偏好:前者通常是风险承担,后者

则是风险规避。② 威胁紧迫度主要分为空间紧迫度与时间紧迫度两个层面。

关于威胁空间紧迫程度的判断。空间距离主要适用于军事威胁的考量,

因为领土的邻近性与是否能够采取有效军事行动的效果有重要关联,而政治

威胁和经济威胁与空间距离的关联度依次减弱。有关威胁的判断更多是出

于地缘政治而不是地缘经济的考虑。③ 国家安全主要取决于陆上威胁。④ 一

个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有共鸣的空间威胁,很可能导致国家夸大敏感性,这通

①

②

③

④

只有当各国都相信相互依赖带来的不是破坏性的脆弱性而是共同收益时,经济

相互依赖才会减少战争的可能性。查尔斯·库普乾著、宋伟等译:《化敌为友:持久和平

之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Elizabeth
 

N.Saunders,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Nuclear
 

Choices—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2,
 

2019,
 

pp.146-184.
拉贾·梅农著、朱丹等译:《海上战略与大陆性战争》,济南出版社2021年版,第

196页。
雅典、迦太基、威尼斯、荷兰和英国,自然地理上的需要迫使它们建立海权。另外

一些国家,如罗马、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则是源于统治者自觉的深思熟虑的决策而建立

了海权。甚至一些放弃海权的国家,如阿兹特克、印度和中国,都依然实现了繁荣。具体参

见杰弗里·蒂尔著、史常勇译:《海上战略与核时代》,济南出版社2021年版,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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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体现在一国战略文化中某种威胁被标记过高的优先级。1453年,土耳其

攻陷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让希腊人至今对土耳其怀有历史敌意;俄国人

曾先后面临金帐汗国、瑞典王国、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和希特勒德国的陆

上入侵,有本能的不安全感;法国因为普法战争、两次世界大战而担忧德国

威胁;美国因为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而将此后的战略风险进行历史类比,

如美国将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卫星视为“太空珍珠港”事件;英国因

慕尼黑事件而对独裁者深有戒心。

决策者会根据威胁预期水平框定战略选项,预期基于未来而不局限于

现状。如果过去的地位和收益比现状合意,决策者会把此前最高收益时期

作为参考点。威胁的时间紧迫程度是指领导人必须采取行动的时间窗口长

短,用以衡量行为体对现在还是未来的重视程度。衡量威胁是否具有确定

性的关键指标是:将对手的挑战视为时间紧迫时更具确定性,反之更具不确

定性。决心更强的行为体倾向于选择长期坚持,而缺乏决心的行为体会更

加偏好当下贴现。当应对潜在威胁时,选择现在制衡还是未来制衡? 现在

制衡威胁有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威胁转化为确定性威胁,形成建构主义式的

自我实现预言(敌人是观念塑造的)。未来制衡则可能面对更加强大的崛起

国/实现复兴的霸权国,让国家陷入“慕尼黑综合征”的恐惧,担心制衡不足

会让国家在未来更加不利的局面下陷入冲突升级。信息传递速度过快或过

慢,都可能会加剧不确定性转化为高风险。① 事件一旦发生,影响的持续期

间也是衡量威胁程度的重要方面,这种影响是否是线性的、连续性的是不确

定的,也影响国家选择应对策略。同样的风险,缓慢释放和急速冲击对国家

的抗风险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②
 

①

②

1963年美苏之间部署的“热线”,即直通电报或双电传联络,是由1961年的柏林

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推动的。目的是通过对内部决策过程和外部沟通的时间

安排,确保信息传播速度不会太慢,但也不会太快,既要避免外交滞后,也通过足够的延

迟来预先阻止个人决策的缺陷。参见 Ryan
 

K
 

Beasley
 

and
 

Andrew
 

R
 

Hom,
 

“Foreign
 

Policy
 

in
 

the
 

Fourth
 

Dimension
 

(FP4D):
 

Locating
 

Time
 

in
 

Decision-Mak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7,
 

Issue
 

2,
 

April
 

20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爆发的一个原因是,欧陆的所有强权都认为这是开

战的有利时机,而推迟战争于己不利,从而构成了
 

“时机悖论”。参见Jack
 

Snyder,
 

“Better
 

Now
 

than
 

Later:
 

The
 

Paradox
 

of
 

1914
 

as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9,
 

No.1,
 

2014,
 

pp.7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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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大国是选择与长期潜在威胁方进行当下合作,还是选择将

其当做长期威胁与之竞争,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三方威胁的影响、短期

合作的收益大小和长期潜在威胁方的战略意图判断。① 国家根据自身资源

和将之用于国家安全的意愿,可以选择坐等威胁增强的消极政策,或选择将

威胁扼杀于摇篮中的积极政策。威胁的紧迫性因时机变化而出现差异性。

19世纪崛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对其与霸权国的竞争烈度的影响,就显著高

于冷战与后冷战时代。时间次序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日本延迟

发动太平洋战争,就可能因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的进攻停滞而增加战争观望

的策略考量。② 当威胁不那么具有紧迫性时,大国倾向于推迟制衡,通过短

期收益塑造对手的战略环境,引导威胁方未来的战略意图,约束其战略行

动。国家需要测算短期行动与拖延后长期行动的成本、风险与收益。具备

战略意义的敏感技术贸易虽然会带来短期回报,但可能让对手在未来形成

对本国的长远威胁。

3.
 

威胁反馈模式:
 

知觉警觉 /知觉防御

国家应对威胁具备制衡决心时属于知觉警觉,对威胁过度夸大和对抗

烈度过高被视为过度的知觉警觉。国家或因较为良性的外部战略环境而形

成知觉防御,但当威胁过高超过制衡门槛时,或对手的战略欺骗或己方的战

略误判发生时,也可形成知觉防御。③ 如果达到制衡门槛的好处多,但成功

的可能性小,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成功的可能性,形成反向的知觉警觉。对

威胁的知觉警觉会带来制衡升级,对威胁的知觉防御会导致制衡不足或不

①

②

③

David
 

M.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10.
行动与结果存在时间差距,还可能产生意外结果。早期事件具有重大影响和随

机性,结果具有不可预知性。保罗·皮尔森著、黎汉基等译:《时间中的政治:历史、制度

与社会分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4—115页。
如果承认刺激因素存在,但可以避开其损伤并改变不利状况的话,会更容易对

威胁做出反应,即知觉警觉。如果恐惧程度很高,并且寻求内外制衡都难以消除恐惧,就
会最大限度地低估威胁的严重程度,被称为知觉防御。参见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

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0-411页;William
 

C.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No.1,
 

1999,
 

p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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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取而代之的是推诿等其他战略选项。过度的知觉警觉与过度的知觉

防御都会损害国家安全,前者会导致对军备竞赛与国际危机的过度反应,或

联盟捆绑带来的安全困境升级,后者可能导致“慕尼黑事件”的重演。1962
年,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是基于在古巴挑战美国核优势的获益前景,

通过达到制衡门槛让美国从知觉警觉变为知觉防御。
 

出现知觉警觉或知觉防御主要取决于是否自信具备应对威胁的战略实

力,认为自己具备或不具备这种能力的认知,也可能是错误知觉,不过一旦

形成就能对威胁预期产生影响,具有自我强化的作用。持续时间越长、空间

范围越大、涉及的问题领域越多,冲突的惯性就越不容易化解。即使两国处

于激烈的安全困境,仍可以通过构建战略稳定机制缓解安全困境。冲突惯

性并非不可逆转,且其自身亦孕育负反馈机制,如美苏冷战烈度提升最终走

向战略稳定。过度的知觉警觉与过度的知觉防御可能受到过早认知闭合的

影响。一是对与原有认识不符的信息采取封闭态度,二是过早形成自己的

假设,这两者有密切关系。后来信息是通过最初建立起来的意义框架而获

得意义的,也可能是因为后来的信息由于不太受到人们注意而影响力减

弱了。①

(三)
 

因变量分析:
 

安全困境

一国追求军事安全或军事优势的政策可能形成与对手的军备竞赛,产

生违背初衷的效果。② 即使有修正主义动机,只要国家追求扩张的初衷是为

了本国安全,仍可能出现真实的安全困境;但当国家发起军事远征的地理范

围远远超过边界安全的需要时(比如罗马帝国的远征),或当没有明确而重

大的国际危机时(如萨拉热窝事件),国家蓄意发动有限战争/全面战争,那

么可认为安全困境没有在国际冲突中占有主导地位。安全困境下的国家互

①

②

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5年版,第186—187页。
巴里·布赞著、薛立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93—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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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模式可分为:军备博弈、对手博弈和同盟博弈。① 关于安全困境的考察要

通过战略行为来判断,即博弈一方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影响对方对自我行

为的预期判断,从而影响对方决策的行为模式。②

权力中心的数量及地理分布、权力转移趋势与大国战略行动共同塑造

了外部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对威胁预期的形成提供了结构性影响。战略

目标的相容程度、威胁紧迫度、威胁反馈模式是威胁预期的有机组成部分。

安全困境作为战略互动的结果,可以根据战略稳定性分为四种情况:烈度较

低(基本没有军备竞赛和危机对抗)、烈度适中(危机和军备竞赛被适度管

控)、烈度较高(危机和军备竞赛频发,不确定性的风险化程度较高)、烈度最

高(危机和军备竞赛成为战争爆发的根源)。具体如图1所示。威胁预期塑

造了应对不确定风险的决策偏好,后者涉及战争危机、外交决策、大战略调

整、体系效果、系统变迁五个维度,其核心是大战略调整,但会出现对其他维

度的溢出效应。国家可能既是进攻导向的,又是防御导向的,一方面思考如

何征服他国,另一方面思考如何制衡侵略者。

图1 核心解释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为什么有时会出现关于威胁预期的自我强化与夸大? 本文主要考虑因

果漏斗、镜像反应、回音壁效应这三个干预变量,它们可单独也可交互作用

①

②

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p.461-495.
托马斯·谢林著、赵华等译:《冲突的战略》,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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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影响,放大双方在威胁预期的初始阶段所形成的负面看法,导致原本较

低烈度的安全困境演变为较高烈度的安全困境。第一,因果漏斗。在漏斗

中回溯得越远,实力对比等客观因素的重要性就变得越大;而关于意图层面

的主观因素在接近窄窄的口子时重要性增大。① 当威胁预期更为负面时,对

因果漏斗的回溯就更为强调客观情势,导致夸大对手威胁的可能性增加,从

判断对方决心的不确定性转而只盯住实力变化(尤其是军事力量)这一指

标,回音壁效应与镜像反应都可能会强化这种偏向实力逻辑的因果漏斗。

第二,回音壁效应。关于互动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的观点,会在体系与国内政

治系统内被迅速吸收,然后再通过某种渠道或形式反射出来,导致决策者周

围充斥必有一战的信息。尽管回音壁效应通常至少涉及两个行为体,但在

一个行为体之内也可以发生,例如在特定条件下,国家基于此前冲突行为的

记忆会不断强化复仇或对抗的决心。② 历史上通常只有出现地缘政治的反

作用力压倒国家承担制衡风险的作用力时,才能让大国或迟或早选择战略

收缩。③ 第三,镜像反应。国家倾向于将对手的行为归结为蓄意的,将己方

的行为归结为情势性的。这会导致双方激化行动—反应模型,都将对方的

防御行动视为进攻行动,形成恶意缺乏的安全困境。

三、
 

实证检验:
 

基于英国大战略演变的过程追踪

自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经历了霸权由盛转衰的过程。英国在与对手

的战略互动过程中所营造的外部战略环境,以及威胁预期的相互塑造,出现

了多重安全困境效果。此时主要强国都具备基本的战略理性,英国不会盲

目扩张欧陆承诺以捍卫海上霸权,陆上强国也不会在实现欧陆安全之前挑

①

②

③

斯坦因·U.拉尔森主编、任晓等译:《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版,第101—102页。

Lisa
 

Harris
 

and
 

Paul
 

Harrigan,“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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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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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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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ho
 

Chamber?”
 

Journal
 

of
 

Political
 

Marketing,
 

Vol.14,
 

No.3,
 

2015,
 

pp.251-283.
从整体上看,让每个物体继续运行下去要比让它停下来更加容易,因为让物体

静止下来需要消耗能量,如果突如其来地加以阻止的话,还会造成伤害。詹姆斯·菲尔

格里夫著、欧阳瑾译:《地理与世界霸权》,台海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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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英国海权。即便如此,恐惧感仍是当时大国行动的主要推动力,如俄国对

战争引发国内革命的恐慌、英国对大陆战争动摇海上霸权和本土安全的考

量、法国对德国陆上威胁和与英国海上殖民争夺的判断、美国对欧洲列强威

胁门罗主义的预期、德国对陷入两线作战的顾虑等。作为岛国,英国相对不

容易受到大陆事务的牵绊,但仍出现多次过度反应。本部分对英国从1850
年到1920年的战略演变进行过程追踪,因为英国整体上缺乏全面修正主义

的野心,自身就是非正式帝国的现状捍卫者,比较容易确认安全困境的生成

条件。

(一)
 

英国霸权鼎盛期(1853—1870年)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彻底确立海上霸主地位,开始进入第二英帝

国时期。1853—1870年,英国面临的是相对稳定的多极体系,主要对手分别

是位于侧翼位置的俄国和位于中心位置的法国。英国一直担心俄国寻求出

海口并缩小与英国海权的权力差距,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俄国成为欧陆首要

强国,其扩张性战略行动也让英国确认俄国是首要战略对手。通过克里米

亚战争,英国将俄国从“欧洲宪兵”的大陆霸主地位上拉下马,随后与法国开

展海军竞赛,最终以法国妥协告终。俄法两国都难以放弃大陆事务,维系海

上利益与维持海权竞争的战略决心不如英国。因此该时期的英国处于战略

不确定性较高的互动环境中,没有面临实力程度更高对手或遭遇多元对手

的风险。

就英俄关系来看,从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到亨利·约翰·坦普

尔·帕默斯顿(Henry
 

John
 

Temple
 

Palmerston),历任英国外交大臣都将遏

制俄国地缘扩张作为头等大事。两国围绕东方问题、中亚问题和远东问题

展开地缘政治博弈,是海上霸主为阻止心脏地带强国向边缘地带扩张而进

行的围堵遏制,也是心脏地带强国为寻求出海口而与海上霸主的战略较量,

两国战略目标存在较高的不相容。不过一旦英国对俄国的围堵保持某种战

略克制,或者俄国获取出海口的战略节奏没有过快,心脏地带国家与海上侧

翼国家对维持欧陆均势有天然的合作利益。

19世纪30年代伊始,帕默斯顿及其支持者就考虑对俄国发动一场预防

性战争,英国的战略目标是减少俄国领土,或至少让俄国受到地缘政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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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隔而难以对外扩张,可以说是1.0版本的美苏冷战。① 俄国海上战略能

力羸弱,体现在它对邻近水域的低效控制,导致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

英国,俄国建立在农奴劳动基础上的指令性经济也根本无法与工厂和蒸汽

轮船相匹敌。② 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满亚历山大一世缔造的欧洲协调机制,

对欧陆维持均势也不代表其现状偏好。其实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就谋

划加强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意图削弱俄国的地位,这事关英国和俄国双

方的战略底线,两国战略目标难以达成共识。

英国将俄国视为高度紧迫感的威胁,这与文化恐俄症有关。但导致英

俄陷入激烈安全困境的始作俑者是英国自己而不是俄国,是英国在霸权地

位处于顶峰时期出现了战略目标扩大化,开始形成对俄国的进攻性现实主

义取向的威胁预期,并对俄国产生了过度的知觉警觉心理。英国国内恐俄

症开始发酵,倾向于将俄国的行为视为蓄意,而将本国的行动视为防御需

要,这无疑夸大了俄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在英国看来,俄国在近东的政策,

包括镇压19世纪30年代波兰革命和40年代民族主义革命,都是俄国威胁

具有高度紧迫性的表现。英国媒体扭曲对俄国报道,公众意见越来越易受

到俄国刺激,并通过回音壁效应反过来影响官方政策,导致英国官方对俄国

的威胁预期逐渐变成知觉警觉的夸大,形成更看重对方实力而将意图妖魔

化的认知,将对方的行动全部视为对地缘政治现状的挑战。英俄都将本国

的行动视为维持现状,倾向于将本国战略行动的合理性与对方行动的恶意

作对比。尽管英国在该时期不乏战略冒险,但由于战略对手失误更多且英

国实力占优,英俄安全困境的升级并没有给英国带来不利的战略效果。③

1848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éon
 

Bonaparte)上台,想要

重新恢复法国的欧陆霸权和海上主导地位,确立拿破仑时代的荣耀。英法

之间进行现代化的军备竞赛,法国试图利用新技术来抵消英国海军在数量

①

②

③

安德烈·P.齐甘科夫著,关贵海、戴惟静译:《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

普京:国际关系中的荣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205页。
安德鲁·兰伯特著、龚昊译:《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年版,第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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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吨位上的优势。19世纪40年代中期,法国完成了位于英吉利海峡的瑟堡

的防御工事并初见成效,这成为自1805年后英国本土遭遇的最严重威胁。

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国取代俄国成为欧陆主导强国,开始放弃拿破仑战争后

形成的追随英国的战略逻辑,意图称霸欧陆。法国海上扩张的战略目标是

提升国际威望、增加战略自主权,对英国的海上主导权产生了期望差距的不

满。但在此期间,法国对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节奏过快,让英国将法国视为

高度紧迫性的地缘威胁,英国担心本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海军被法国更加

现代化的战舰打败,对法国陷入了知觉警觉。英国转而通过钢铁和蒸汽技

术进步建立相对的优势。拿破仑三世的海上扩张是用经济成本换取政治威

望,但法国的海上制衡无法获取相对英国的战略均势,更不必说前景优势。

英国的海权优势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制衡门槛,使法国从知觉警觉转为

知觉防御,被迫进行战略收缩,转而对英国妥协,法国对英国的威胁预期也

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取向转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两国在因果漏斗方面都

盯住对方实力而强化彼此的恶意,并在国内外都掀起反制对方的回音壁效

应,都认为对方的海上战略攻势是蓄意修正主义,而本国是迫于安全形势作

出战略防御。英法虽未兵戎相见,但这场海军竞赛对法国的战略实力仍有

重大打击。法国承担制衡风险的代价是在普法战争中面对普鲁士陆军时本

国陆军力量捉襟见肘。

(二)
 

英国霸权稳定期(1871—1889年)

英国的霸权地位因德国统一以及俄国重新掀起与英国的交锋有所动

摇,英国面临一个战略不确定性有所下降、不稳定性开始增加的多极体系局

面,同时英法的传统地缘政治矛盾也开始发酵。① 俄国在该时期大部分时间

里是英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德国在统一和殖民扩张后与英国有所冲突,

但英德双方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的威胁预期让安全困境保持了稳定可控的

① Dennis
 

E.Showalter,
 

“German
 

Grand
 

Strateg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Militaergeschichtliche
 

Zeitschrift,
 

Vol.48,
 

No.2,1990,
 

pp.6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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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① 法国对英国的战略挑战仅次于俄国,因法国还要应对德国的欧陆威

胁,故海上战略能力有限。英国虽霸权发生一定的动摇,但仍旧保持海上主

导地位和大陆均势战略的相对稳定状态。相对霸权巅峰时期,此时英国面

临外部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有所降低,维持霸权稳定的成本有所提升。

德国具备挑战英国的战略实力而决心不足,法俄两国虽然具备挑战英国海

权的更高程度决心但实力不济。英国对自身海上霸权一直具备极强的维系

决心,哪怕在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仍通过汲取更高成本的战略资源展示

霸权护持的战略决心。

随着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英国开始从扶德抑法转为扶法抑德,直到

德国在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后战略收缩,英国才逐渐转回以法俄为主要战

略竞争对手的传统视角,转变了对德国的威胁预期。英国的整体战略目标

是防止诸列强过度扩张海上势力,维持与大陆强国之间的战略均势,这与其

他强国的战略存在一定相容性,因为随着德国崛起,无论是法国还是俄国都

需要英国提供制衡助力。但英法俄三国地缘政治争霸目标存在结构性矛

盾,三国开战并非无稽之谈。法俄比德国给英国带来更多的威胁紧迫性,英

国采取对德国知觉防御、对法俄知觉警觉的战略应对。1877年,俄国对土耳

其宣战,让英国在印度边界和地中海同时面临来自俄国的挑战。英俄在阿

富汗的矛盾也与此有关,英国在1878—1880年发动对阿富汗的第二次战争,

使阿富汗成为英国事实上的附属国,得以在俄国和印度之间建立一个缓冲

国。19世纪80年代末,随着法俄恢复友好关系,对英国而言欧洲局势急转

直下,英国与俄国在中亚的矛盾加剧,英国担心难以将经济潜力转化为军事和

外交力量。出于权力平衡考量,即使面对法俄潜在的战略联盟,英国依然拒绝

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于1889年提出的结盟倡议,后来也拒

绝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的结盟尝试,英国的重心仍放在海外

殖民地和海上战略通道,对欧陆继续维持光荣孤立的战略态度。②

①

②

James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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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Vol.48,
 

No.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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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9,
 

No.4,
 

1995,
 

pp.94-117.



战略不确定性、
 

威胁预期与大国互动进程中的安全困境 89   

1879年德奥同盟建立,消除了德国多线作战的风险,但俄法两国的潜在

联合还是让德国担心两线作战的后果。德国的地理位置加强了其政治和军

事精英普遍持有的危机意识,但中央地理位置同样赋予了德国战略上的优

势,这是“施利芬计划”的重要根据,为德国总参谋部提供了利用内线优势执

行两线作战的机会,这意味着德国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被隔开的敌人发动

协同攻击前就将他们接连击倒。对于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的任何一方而

言,时间都是决定性因素,但通常处于中央位置的一方承受时间压力的能力

要强得多。铁路和电报的军用化削弱了德国在空间与时间方面遭遇的不利

影响。① 事实上,由于地处中心位置,德国看似受到多线包围的可能性大,但

高明的战略技巧可以让其左右逢源,因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了解德国的

地理劣势,认为它不会轻易冒险专心进攻一个国家,只要德国始终积极释放

善意战略信号,就可以从地缘政治上得到其他列强信任。

在德国的推波助澜之下,加上克里米亚战争的历史遗留问题、英国对君

士坦丁堡归于俄罗斯的恐惧与担忧、英俄两国在亚洲问题上的利益冲突和

两国在扩张活动方面的激烈竞争,英俄两国找不到签署协议或者建立友好

关系的理由。1874年,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掀起

了复兴帝国主义的浪潮,英国公开支持土耳其领土完整,成了俄罗斯的敌

人。英国对法俄两国的威胁预期仍旧维持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取向,英德达

成了欧陆均势的战略目标契合,保持相对低烈度的安全困境。该时期,英国

对法俄两国逐渐锁定实力维度的负面因果漏斗(尽管程度上有所控制),对

德国仍旧维持关注其战略意图和决心的因果漏斗,此时英国的国内动员和

战略资源汲取开始带有自我强化的取向,国内呼吁对法俄开展战略对抗的

声音增加,多渠道的舆论开始汇合在一起加剧负面预期。英国与法俄之间

也出现了镜像反应,都认为自身的霸权维系是防御和安全使然,而对方则是

为了称霸和颠覆本国在特定地区的主导权。英法俄三国间的海上军备竞

赛、殖民地竞争、市场份额和原材料掠夺等都陷入白热化,三者陷入烈度较

高的安全困境。英国并没有组建均势同盟去对抗俾斯麦的德国,采取克制

① 格哈德·P.格罗斯著、孙希琨译:《德国战争的神话与现实》,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0年版,第54—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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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的原因是英国政府的战略模式惯性。英国战略界对法国的态度一直是

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认为法国是自由主义的堡垒,可以用来对抗保守主义

和扩张主义的俄国;另一方面,他们仍然视法国为中欧和西欧的威胁,因此

他们对德国的统一进程表示欢迎。①

(三)
 

英国霸权调整期(1890—1907年)

到19世纪90年代,英国在中亚和远东面临俄国威胁,在苏丹有法国威

胁,在南非有布尔人的威胁,在整个美洲地区又有美国的威胁。对欧洲均势

产生更大影响的是1905年日本战胜俄国和同年俄国国内政局动乱。欧洲军

事力量对比的天平向德国一方倾斜。随着英国霸权衰落以及美、德等后起

工业强国崛起,英国国内日益重视殖民帝国的霸权护持。1890年到1914
年,英国政府把海军至上主义提升到了罕见的高度,并以此来对抗威廉二世

德国崛起的海军力量。英国的威慑逻辑是:本国水面舰队的规模越大,德国

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就越小。在维多利亚时代结束后,英国维持海权的成本

呈指数级增长,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开始影响军事和海战。

英国能保持海上统治权以及扩张海外殖民帝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

陆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但随着欧陆均势缓和,以及各国殖民扩张与建造军

舰,英国确信如果在北海没有足以碾压法国、俄国和德国的海军优势,将无

法保障本土海域安全。尤其是美国的崛起,让英国面临从侧翼大国变为中

心大国和两线作战的风险。英国也需要在地中海、南非、印度洋、中国海域

以及美洲沿岸等保持海权统治地位,失去任何一环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瓦解。

这一时期英国面临的体系挑战者开始增多,多元战略对手让其很难确认首

① 1865年,帕默斯顿在去世前重申,强大的“德国”是震慑俄国的必要条件。英国

驻普鲁士大使洛夫特斯勋爵说:“我并不认为普鲁士实力的增强会让英国感到不满或者

害怕。英国将在一个宪政体系中逐渐前进,它将在欧洲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大多数英国

人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一件好事,对英国的安全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而且德国有能力牵

制法国和俄国。此外,大多数持怀疑态度的人逐渐接受了俾斯麦的保证:德国是一个“容
易满足的”大国。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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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手,更加难以预判冲突的性质,时而是法俄,时而是德国,与美国爆发冲突

的可能性也在增加。这让英国在确认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时陷入了战略盲动。

英国以放弃在美洲、东亚和地中海等地区的超地区海上霸权地位展示战略决

心,集中收缩海权力量到北海地区,以此增强对抗德国的战略实力。

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1885年英国与俄国在阿富汗险些开战,使得法

俄海军选择结盟来钳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英法之间形成针对彼此的知觉

警觉,不断陷入螺旋冲突模式。直到1905年,英国仍对法俄海军的挑战感到

忧虑,却高估了法俄的海军作战实力。例如,法国在1898年法绍达危机中外

强中干,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惨败。对英国来说,法绍达是确保苏伊士运河畅

通和英印帝国安全的战略要地。对法国而言,与德国的战争威胁和收回阿

尔萨斯、洛林,远比争夺上尼罗河地区更为重要。法国期望将英国拉入法俄

同盟,法国内阁非常渴望避免与英国产生严重冲突,此时两国的利益冲突对

比有利于英国,事关英国战略底线的法绍达对法国而言只是扩张的战略极

限,这让两国的战略目标存在相容的可能性。虽然军事实力不利于法国,但

英国的国内支持度更高,英国提出公开明确的要求,法国决策层认识到英国

政府很难从原先立场退却,英国的威逼战略明确,预设的后果足够严重。法

国决策者在法绍达危机中曾产生过一些知觉防御,低估了英国开战的决心,

但最终及时纠错。①

英法两国对外部战略环境诉求的矛盾性,以及数百年来互相建构的战

略文化中,都不乏竞争与对抗传统。但在19世纪下半叶,英法两国的硬制衡

没有持续升级的根源在于威胁预期。英国对大陆强国的离岸平衡战略,不

是现实主义的实力逻辑或自由主义的霸权合法性逻辑,而是遵循一套地缘

战略机理:英国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及其社会政治体制,使它能够较好地平

衡海洋利益和大陆利益。② 为了防止一个强国主导欧亚大陆,英国先后支持

了很多大陆强国崛起,随后开始针锋相对地遏制打压。17世纪下半叶支持

法国对抗荷兰,18世纪支持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拿

破仑法国及其同盟瑞典、土耳其、波兰等开战,19世纪支持奥斯曼帝国反抗

①

②

钱春泰:《武力威胁与对外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157页。
保罗·肯尼迪著、沈志雄译:《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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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20世纪初支持日本制衡俄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俄国(苏联)对抗

德国。对大陆强国而言,海上霸主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存在灵活性及由此导

致的不确定性,但也有相对确定的地缘政治性利益。英国得以掌握海权优

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战略行动对他国而言不具有很大风险,英国推行自

由贸易、有限扩张和放弃“海峡致敬”就是证明,主要列强宁可默许英国掌握

海上霸权也不愿其他对手获取海上主导权。

关于俄国方面,英国的战略目标是力图保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领土完

整,防止俄国威胁英印海上战略通道,同时防止俄国从陆上南下威胁印度北

部。英日同盟的目的同样是遏制俄国,让德俄在远东的地缘争斗钳制德国

力量。但俄国被日本击败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德国无须担心俄国施压,

德国出现战略目标扩大化的局面,开始推进打破欧陆均势和英国海上优势

的进攻性行动,加剧了英国对德国的负面威胁预期。俄国越是扩张,其内部

离心力越大,反过来会刺激俄国进一步扩张,经济和文化上的边缘位置则强

化了地理因素对俄国扩张的驱动。对俄国而言,进入世界贸易干线的通道

一直是不确定的。英俄矛盾的根源实质是殖民冲突,而不是彼此间核心利

益的较量,这种矛盾在面对德国的崛起时迅速化解。

俄国对英国的威胁预期以更加认可英国的意图相对不确定性为依据,

对欧陆威胁确定性的认知并非英俄威胁不确定性的根源,一旦两国不对彼

此的核心利益领土表露野心,就能在维持欧陆均势上形成天然的地缘政治

盟友。两国避免了国内政治与战略互动进程产生交互负面影响,对彼此地

缘政治和利益诉求给予一定的外交谅解或让步。英俄在阿富汗和伊朗等殖

民地问题上达成共识,缓解了英国的恐俄症和俄国因寻求出海口对英国全

球海上霸权造成的挑战。俄国因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以及在军备竞赛升

级情况下暴露出国内政治经济脆弱不堪的事实,成为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

的一个环节,但英俄两国本身在互动进程中不断调整的威胁预期仍旧发挥

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俄从海陆制衡到海陆联合,对彼此的

知觉警觉有所下降,两国对彼此的威胁界定从短期确定过渡到长期不确定,

缓解了安全困境。

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法国和俄国恢复友好关系,欧洲局势对

英国来说急转直下。英国认为,法俄联盟同时针对英德。正是在这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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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英国皇家海军在1889年提出了“两强标准”,规定皇家海军的实力“不弱

于仅次于英国的两个最强海军国家的海军军力总和”。英国与俄国在中亚

的矛盾以及英国与法国在非洲的矛盾又加剧了。英国人越发担心未能将其

经济潜力转变为军事和外交力量。尽管如此,英国还是断然拒绝了俾斯麦

1889年的结盟提议,而俾斯麦的继任者在19世纪90年代初也做了进一步

尝试,但是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英国的重心仍在它的海外帝国上,并试

图避免卷入欧洲大陆具体纠纷。当英国取消与德国签订的贸易条约时,威

廉德国将英国的“两强标准”完全视为对德国的威胁,而相对忽略了法俄在

英国威胁预期中的比重。德国为了追求与英国的确定性的全面同盟而放弃

了不那么具有确定性的非正式同盟获益,而后者是英国隔岸平衡战略的历

史传统。威廉德国还错误地认为,只有当德意志帝国拥有自己的海军和全

球影响力时,英国才会真正把德国当成欧洲伙伴。

德国对海权扩张的目标并非始于威廉二世,随着德国工业化展开,贸易

上升让国家收入和应税收入大幅增长,人口的增长为扩充军队和建立海军

提供了人力和资源,不断发展的航运、对原材料进口和国外出口市场的依

赖、持续的境外资本投资等使俾斯麦德国意识到掌握海上霸权的重要性。

俾斯麦和他的继任者清楚,任何权力都建立在人力、财富、组织和物质资源

的基础之上。① 最初英国的“两强标准”是针对法俄两国联手对抗英国的可

能性,但随着德国的四个海军法案出台,英国将最新式战列舰数量规定为超

出德国60%。② 随着19世纪末德国势力向土耳其和伊朗迅速渗透,德国成

为英俄两国共同的敌人。

美国看重海洋是着眼于未来霸权宝座。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

界海洋秩序重构涉及诸多挑战,如海军力量平衡、海洋自由、对德国太平洋

岛屿的处理和限制海军军备等问题,美英日等海上强国存在严重冲突,英日

海上同盟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美国也得知英日秘密瓜分了德国在太平洋

①

②

③

约翰·马里奥特、格兰特·罗伯逊著,褚嘉君译:《帝国的崛起:从普鲁士到德意

志》,重庆出版社2021年版,第222页。
赫伯特·里奇蒙德著、陈炎译:《政治家与海权》,济南出版社2021年版,第

253—254页。
阿伦·米利特:《美国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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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岛屿。美国海军部积极升级了“橙色计划”,将以对付日本为目的的太平

洋战略作为美国全球海权战略核心,致力于将美国海军由一支以巡洋舰为

主力的防御力量,发展成一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进攻力量,这得益于海军至

上主义者的推动,他们力求改变这个国家的战略文化。① 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提出“大政策”的扩张主义蓝图与“大海军”计划。② 美

国的地缘扩张主要在英国的非核心安全利益范围之外,挑战速率是相对缓

慢的,故没有激起英国的高度制衡。

德国的克鲁格电报激怒了英国,英国开始患上恐德症,德国的举动把英

国推向了对立面。③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借

1898年《海军法》启动了大规模的海军建设计划,旨在建设一支拥有快速巡

洋舰和巨大战列舰的舰队。德国的目标是通过在北海与英国对抗,重创英

国皇家海军,迫使英国接受德国扩张海外帝国。英国最终赢得与德国的海军

军备竞赛,但对德国海军野心的猜忌和恐惧丝毫未减。军备竞赛已造成恶果,

两国都大肆宣扬下水的每一艘新型战列舰,不断加深对彼此的安全焦虑。

英国的偏好不是为恢复到更为均势的现状,而是重新缔造有利于英国

霸权地位的新现状。虽然英法俄三国与德国展开了陆权与海权的军事竞

争,但它们与德国的贸易量不降反增。④ 这并没有否认经济相互依赖能够促

进和平,恰恰说明只有缓和安全困境,才能让经济相互依赖趋势得以延续。

当时列强之间并没有因为相互依赖的提升而减少贸易纠纷,相反贸易问题

成为帝国主义新的冲突点。1904年以后,德国海军面对英国海军与欧陆诸

多对手,其注意力不得不转向北海。但对美国而言,即使德国全力应付欧洲

事务也没能缓解罗斯福和他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①

②

③

④

乔治·贝尔著、吴征宇译:《美国海权百年:1890~1990年的美国海军》,人民出

版社2014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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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ard
 

Taft)的焦虑:如果德国打败了英国,那么德国就更有能力向西半球

扩张或者在太平洋扩张。① 美国海上地位的诉求是保持海军力量仅次于英国。

德皇威廉二世拒绝承认门罗主义,在1903年美国被德国视为最可能成为未来

敌手的国家。德国想要殖民南美,甚至制定过进攻美国的计划。美德之间的

敌意导致新一轮海军军备竞赛,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威廉·穆迪(James
 

William
 

Moody)曾表示,德国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为美国海军开支的参照项。②

自完成西进运动后,美国认识到大陆扩张的极限,开始不满其海上权力

地位并逐渐侧重海上扩张。此时英美关系从对手转化为盟友,这不仅是因

为德国的威胁,还因为两国始终没有放弃意图评估和主动发起战略示善,避

免了过度的知觉警觉。两国外交与国内政治进程的良性互动也避免了回音

壁效应和镜像反应的负面影响。从威胁紧迫性角度出发,如果没有德国的

崛起,以及法俄对英国海上霸权的传统挑战,英美能否因为水体阻遏力量的

发挥实现化敌为友,还尚未可知。③ 然而,英美间的权力转移很难完全归结

为德国崛起,因为即使在英国认定德国为首要威胁之前,在面临美国崛起压

力时,英国仍然出现了制衡不足。英国最终以德国作为首要地缘威胁并非

历史必然,英国希望通过短期合作改变美国长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意图

与方式,希望将美国从确定性威胁变为不确定性威胁。英日同盟使英国可

以将战舰撤离东亚,因为日本可以保护英国在东亚的利益。美国在1907年

的大白舰队环球航行可以证明该时期日本是美国的首要海上威胁。但颇具

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威胁最终成为英美正式结盟的首要动力。

到1905年时,美法俄对英国的海上威胁已经减弱了,部分原因是英国政

府选择了妥协,只将德国视为首要威胁。德国在建造无畏舰之前,希望实现

海上战略均势,超越制衡门槛,确保德国海军与主要海权国家舰队保持均

势。法俄缔结军事同盟使法国确保了大陆安全,可以不冒风险地向海外扩

①

②

③

乔治·贝尔著、吴征宇译:《美国海权百年:1890~1990年的美国海军》,人民出

版社2014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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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① 这本会诱发英法殖民竞争的升级,但由于德国的战略盲动,导致在第

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后英法协约日渐稳固。德国海军的威胁让英国逐渐默认

地中海交由法国负责协防,英法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和解,促成了1904年

的英法协定,两国间敌意有所减弱,也避免了国内不同渠道冲突舆论的汇集

压力,英法从高度激烈的安全困境过渡到烈度较低的安全困境。

(四)
 

英国霸权动摇期(1908—1922年)

在此期间,欧洲地缘政治格局逐渐走向僵化的两大联盟体系对峙,降低

了不确定性所能带来的缓冲作用。德国的快速崛起,尤其是英德海军竞赛

的白热化,让英国感受到与德国的权力转移是最紧迫的地缘威胁。德国挑

起的国际冲突也让英国感到威胁。相对其他列强,德国在地理位置上是最

为不利的。法国虽处于地缘政治的三明治结构的中心位置,但相对德国而

言,拥有更多的出海口,六边形的领土构造让它的资源汲取和战略动员能力

在交通通达度方面颇具优势。俄国地处欧洲侧翼位置,在多极体系中增加

了有利于本国战略灵活性的不确定性。俄国与其他权力中心的地理距离增

加了征服他国的成本,也让其不表现出征服欧陆的野心,从而成为海上侧翼

强国打击欧洲称霸行径的联合对象。

美国的岛屿身份是想象认知的身份,而非一种事实身份。虽然美国在

建国之初是一个海洋国家,是大西洋沿岸的滨海国家,但它通过领土兼并、

赎买等方式获得了大陆腹地,从而改变了地缘身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

成为大陆国家,将海洋问题大陆化了。在地理距离上,尽管技术和交通运输

的持续进步在逐渐弱化两大洋对美国的护城河作用,但距离在任何已知历

史时期都会产生程度不同的阻遏力量。从1812年美英第二次独立战争以

来,除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外,在传统安全领域,美国始终没有遭受其他强

国的入侵。英国对美国的戒备与防范来自对英属北美殖民地安全的考虑;

对法国的警惕主要集中在欧洲;俄国的扩张战略注定了它必然要与英国发

生尖锐冲突;但此前缺少直接冲突的英德关系却转化为高烈度的战略竞争

对手,这种反常现象具有很高的理论与战略研究价值。

① 吕一名:《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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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美和平权力转移绝不是历史的必然趋

势,而是高明战略缔造的结果。德国试图增加与英国战略互动的确定性。

威廉二世德国执行的“提尔皮茨计划”就假定如果德国达成与英国的海上战

略均势后,就可能迫使英国愿意与德国开展更多结盟合作。但德国海军的

崛起诱发了英国恐惧,导致英国断定单靠自身资源无法维护本土水域安全,

必须通过与德国的敌人结成伙伴关系来遏制德国。1907年《英俄协定》中,

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保证不兼并阿富汗领土。① 1907
年至1914年,在欧洲多极权力分配格局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极化的战略行为

模式,两大联盟的军备扩充和政治对抗增加了本国被包围的恐惧感。英法

两国也对俄国会倒向德国感到恐惧,倾向于给俄国提供更多的安全承诺,让

俄国愿意承担更加高昂的战略风险以推进行动自由。②

德国的“提尔皮茨计划”需要依赖其他海军大国挑战英国。从反事实推

理出发,放弃“提尔皮茨计划”的最直接影响是可以将海军军费用于陆权力

量建设。放弃海军建设会使德国保持与其他欧洲大国的良好关系,避免德

国外部战略环境恶化。如果海军军备竞赛没有发生,考虑到系统的间接效

应,英德未必会开战。③ 德国为了短期的殖民扩张利益,放弃俄国盟友而接

近英国,长期看来会不利于德国的大陆战略利益,在海权方面无法实现制衡

英国和迫使其承认海上战略均势的目的。④ 英德之间的海陆冲突逐渐升级,

①

②

③

④

张本英:《英帝国史》(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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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无畏号”级别战舰的能力已经十分成熟。1912年,英国宣布它将在德国造舰数量

的基础上以8∶5的比例建造“无畏级”战舰,如果德国在现有海军造舰计划之外每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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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对彼此的威胁预期从零风险错觉演化为确定性风险错觉,德国结束了

俾斯麦时期适度的知觉防御,在战争爆发前演变为过度的知觉警觉。

《克劳备忘录》反映了英国对德国战略意图的恐惧感,将德国从长期潜

在的不确定性威胁变为短期现实的确定性威胁。威廉二世德国在追求与英

国结盟的确定性过程中,忽略了英国的战略传统是在欧陆保持和平时期的

模糊性同盟承诺,德国要求和英国缔结全面正式同盟与英国的离岸平衡战

略是冲突的。德国拒绝了英国提出的非正式合作建议,而是希望缔结更加

紧密有约束力的协议,这让德国错过了与英国强化合作关系的机会。“施利

芬计划”和“提尔皮茨计划”也体现了德国军事战略与地缘战略片面追求确

定性,导致的结果是将不确定性变成了有重大风险的确定性。

德国认为英国地位脆弱,采取强硬立场会迫使英国屈从。德国在布尔

战争前反对英国的南非政策以及在1905年升级摩洛哥危机,本意是通过恐

吓来让英国靠近德国,却推动英国强化与法俄的合作。德国对英国的威胁预

期从不确定性转变为确定性,沿着从意图维度到实力维度的因果漏斗方向发

展:不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德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海军军

备竞赛开始后,德国自认为如果英国放缓海军建设,那一定是因为英国的经济

实力无法支撑扩军。1914年以前,英国通过计算德国“无畏号”战舰的建造速

度,就能够估算出德国海军什么时候会形成威胁。德国没有低估英国的海权

实力,但却低估英国为维护北海安全而愿意放弃全球霸权利益的战略决心。

正是“施利芬计划”和“提尔皮茨计划”对欧陆均势和英国海上主导权的

双重挑战,导致英国战略界再次出现类似于18世纪海洋派和大陆派的争论。

德国在长年重点发展海军后,1913年决定扩充陆军,更加深了英国的焦虑。

到1914年,德国已经迫使英国放弃了海上霸主的光荣孤立政策,在战略重心

上转向欧陆,对纯粹海权力量的依赖有所下降。德国没有预料到英国既打

造了“两强标准”的海上实力,也建立了非战争时期的常态化欧陆同盟体系。

英德两国最终将彼此意图视为进攻性,只看重实力的增减,陷入了不利于合

作的因果漏斗,两国对彼此威胁风险的渲染形成了回音壁效应,让英德冲突

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将对方的行为都解读为蓄意的修正主义,形成了恶性

循环的镜像反应。这种战略不确定性的降低导致高烈度的安全困境,双方

关系从威慑模式过渡到螺旋模式,彼此陷入夸张的知觉警觉。因此,如果海

军军备竞赛没有发生,考虑到系统的间接效应,英德未必会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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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追求战略确定性可能会导致一国因夸大威胁而选择战略冒

险,在出现战略透支的情况下,会选择孤注一掷,提升螺旋冲突等级。1917
年德国已经陷入战争资源枯竭的局面,随着日德兰海战后日益窘迫的海上安

全形势,以及配合西线陆上作战的需要,德国希望抢在美国参战之前掐断英国

的海上生命线,这种战略诉求让德国在1917年开展了针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无

限制潜艇战,急剧恶化美国对德国的威胁预期。英国对德的战略封锁,成功增

加了美国对英经济依赖和减弱对德经济依赖。齐默恩电报事件则让美德关系

彻底破裂。德国力图避免英美缔造海上战时联盟,但有关举措反而加速了美

国对德国称霸欧洲的潜在威胁感知变为现实性威胁。从反事实推理出发,如

果德国没有提前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虽然对英国的海上封锁杀伤力会下降,但

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战略损失一定低于美国提前介入战争造成的后果。

德意志第二帝国解体后,英国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变为美国,苏联虽然意

图颠覆英国主导的欧陆秩序,但苏联此时缺乏必要的战略实力。所谓的英美

和平权力转移在战略史的叙事逻辑中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两国在整个权力转

移过程中除了直接兵戎相见外(如果没有英德开战,英美能否表面和平尚未可

知),军备竞赛、联盟对抗和地缘政治竞争可谓此起彼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海军竞赛愈演愈烈,英国既担心夸大美

国海军的威胁,又不得不正视美国海军崛起对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威胁。当

时英美爆发海上战争的可能性很大,这种对美国的威胁预期却因为如下因

素避免战略对抗:美国还面对日本海军的威胁、美国国会对海军拨款的限

制、美国对外战略逐渐退回到孤立主义、英美历史文化传统的共识等。英国

对美国的威胁评估是:美国缺乏取代英国成为体系霸主的意愿。最终,英国

通过牺牲英日同盟、承认英美海军主力舰吨位,弱化了美国对英国的威胁认

知,增加了两国海军竞赛的战略稳定,化解了与美国因海军竞赛造成安全困

境升级的风险。①

①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避免了大规模海军军备竞赛,通过削减英国海军力量的规

模,华盛顿会议降低了1922年到1941年海军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分量和外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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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结论与尚待扩展的议题
 

本文发现,英国作为岛国本身,对规避安全困境升级的风险相比大陆国

家有更大的优势,但英国能以低成本维系海上霸主地位的重要根源应归因

于对战略环境的高明缔造和战略对手过多地犯错。从对历史演变的反事实

推理来看,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期,英国应对战略不确定性的威胁预期

也存在过度的知觉防御与过度的知觉警觉。虽然英国采取的战略措施延缓

了霸权衰落,但理论上的战略研究要推理是否存在更好的反事实推理前景,

至少从本文的案例推演来看是存在这一可能性的。英国本可以增加与德国

的战略不确定性,也本可以通过法俄等国来继续牵制美国的崛起进程,更可

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范围的扩大化。如果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必然

发生,那么战争之前的诸多国际危机的化解和军备竞赛也就有其可取之处。

协约国对同盟国的威慑战略成功,尤其是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期间英国对

德国发出警告:如果德国逼人太甚,英国将援助法国。最终法国放弃了法属

刚果一半殖民地,德国心满意足。如果没有英德海军竞赛,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否会爆发呢? 爆发的烈度又会如何呢? 这种反事实推理至少预设了战略

进化的可能性。

本文对如何从自我实现的预言进化为自我否定的预言进行了理论解读

与历史诠释,战略不确定性可以增加双方妥协的可能性,通过现实合作改变

未来威胁升级的后果。国家应对安全困境,不应陷入过度的知觉警觉,引发

威胁预期的泛安全化;同时也应注重应对过度的知觉防御,避免“民主和平

论”“经济决定论”等错误知觉引发的安全困境预估不足。国家在因果漏斗

中应防止过度侧重实力维度,在互动过程中避免受到镜像反应与回音壁效

应的催化作用。国家应追求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互为对手的两国,一方

安全状况的好转未必意味着另一方安全状况的恶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敌人安全状况的强化也可能导致本国安全状况的强化,能否实现安全

合作的共赢主要取决于如何研判战略不确定性的潜在影响。国家缓和与对

手的安全困境,可能让其增加的那部分经济或军事的相对收益更不具有威

胁性,因为对手并不倾向于将多获得的那部分资源投入到安全导向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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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

总结来看,在体系文化尚未进化到康德文化之前,霍布斯文化与洛克文

化之间的大国战略博弈难以避免战略不确定性带来的安全困境,现实可行

的参考是构建包括首攻稳定性、危机稳定与军备竞赛稳定的战略稳定机制,

战略稳定并不排除双方视彼此是重要安全威胁,而是避免因过度夸大威胁

预期导致的战略冒险和安全困境失控。战略不确定性带来的安全困境难以

消除,但可以通过威胁预期进行调节。判断中层理论的好坏,不能以其是否

符合先前存在的范式为标准,也不能局限于特定的方法论。相反,衡量它们

的最佳标准是它们的实证能力和产生新命题的能力。① 由此本文引申的研

究问题是:在中美竞争时代,如何避免中美关系重蹈美苏冷战的覆辙? 如何

发挥两国关系中和平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削弱不利于

和平稳定的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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